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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市场

2019 年 6月，比利时央行行长彼得·普雷

特（Peter Praet）在担任欧洲央行执行董事兼首席

经济学家八年后正式卸任。在回顾自己过去在一

线工作的岁月时，普雷特向记者丽贝卡·克里斯蒂

（Rebecca Christie）讲述了自己任期内最愉快的时

光。这次采访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欧洲主权债务危

机的内幕。正是因为这场危机，欧洲央行行长马

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在 2012 年 7月做

出了著名的承诺：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欧元。

这一史无前例的承诺不仅减轻了市场恐慌，而且

使决策者有时间坚定执行自己在应对危机时的承

诺，并勇敢面对接下来在负利率时期振兴欧元区

的经济过程中出现的挑战。

《金融与发展》：在你进入欧洲央行工作时，

当时的氛围怎么样？

普雷特： 2011年 6月，在金融危机爆发几

年后，我进入欧洲央行工作 。2012 年 1月，我

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当时的情况不太好，因为当

时的环境就像 2008—2009 年我在比利时银行业

危机期间经历的那样。可这一次是市场恐慌。在

这种情况下，大家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要时刻

准确采取果断的措施。2011年 7月，我们面临的

第一个决定就是，是否要提高利率。当时，我还

不是首席经济学家。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

支持这个决定。

尽管那时金融危机已经爆发，而大家的想法

仍是尽可能避免油价上涨所带来的二次影响。当

时的通胀率接近 3%，还存在工资压力。这只是

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当时，主

权债务市场的局势也很紧张。2011年，我们采用

了一种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首次加息是在春

季，接着在 7月再次加息，我就是在那时加入欧

洲央行的。可在当时，由于金融行业获得了充足

的流动性，人们仍认为金融危机是可控的。

如今我们明白，事情并非如此。

《金融与发展》：当你意识到情况并无好转时，

甚至在油价开始下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普雷特：当时的情况确实截然不同。因此，

我们开始讨论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金融政策架

构，毕竟当时的局势更像是反通货膨胀，甚至更糟。

《金融与发展》：欧洲各国领导人在计划建立

一个银行业联盟，由欧元区共同监管，并建立主

权债务防火墙—欧洲稳定机制方面做得如何？

哪些事情只能由欧洲央行做呢？

普雷特：可能只有马里奥·德拉吉才能阻止

2012 年的市场恐慌。当然，他那句名言“不惜一

切代价”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当时恰逢各国

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 6月召开的欧洲理事会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建立银行业联盟和危机管理机

制。这就是当时的政治背景。

还真得要感谢马里奥。要想遏止市场恐慌，

需要有强大的沟通能力。你必须要有能力说服市

场。“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说的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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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普雷特重温欧洲央行在面对欧元危
机时采取的一些非同寻常的货币政策

丽贝卡·克里斯蒂

44 《金融与发展》 2019年9月号



《金融与发展》：在你们的办法奏效后，你是

否松了一口气？

普雷特：2012 年底，市场恐慌消失了。当然，

也产生了一种利好因素。这表明，我们可以采取

措施来改变事件进程，控制事态发展。我想，这

对激励我们继续做好工作来说，确实极为重要。

可在这之后，我们开始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

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些非常规的工具。这是继

比利时银行业危机和欧元危机后，我应对的第三

次危机。这次危机的性质有所不同。这是一场潜

伏的危机，在逐渐展开。由于经济持续走弱，加

之信贷市场失灵，通缩压力不断增长。

在利率已经处于极低水平时，我们必须要考

虑如何满足总需求。我们该怎么做呢？为此，我

们提出了很多创新的和非常规的措施。

《金融与发展》：在这种局面下，需要怎样的

领导力，需要做哪些准备？

普雷特：你必须坦诚对待你的员工和合作者，

要学会换位思考，并让员工也能这样做。在充满

压力的情况下，最关键的是要有团队精神。我总

是对自己当时比较平静的状态感到惊讶。我想，

这主要是因为我一直是这个有凝聚力的团队中的

一分子。

《金融与发展》：在危机期间，你如何看待

IMF 的作用？

普雷特：我记得 IMF 的使命之一是评估对欧

元区进行独立的“第 4 条款磋商”评估的好处，

而且当时对 IMF是否过于支持欧洲央行的货币政

策存在质疑。评估团队没有发现我们之间有很多

矛盾或冲突，而是发现我们的看法非常一致。“你

们的关系是不是太近了，以至于批判性不够？”他

们问道。我极力否认了这一点。

说实话，对于非常规举措，大家都没有很多

经验。欧元区也不例外。日本和美国有一些经验，

但背景不同。因此，我邀请了顶尖经济学家，他

们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很了解。我发现和他们一起

探讨让我获益匪浅。此外，与诸如 IMF 这样的可

靠的外部合作伙伴对话也非常必要。

《金融与发展》：这种关系的不断深化带来了

什么启示？

普雷特：将更多的资源投向那些在金融政策

制定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人，这样做是有价值的。

IMF 可能会注意这一点。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

目前处在低利率环境之中。在情况最严重的时候，

可能要进一步降低利率，即使利率已经接近于零，

甚至为负。而且要安排很多人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仅从理论的角度，还要从实践的角度。这不同

于传统的利率政策，毕竟我们在购买资产或是对

未来做出承诺，我们称之为“前瞻引导”。

是否要将非常规变成常规，至今仍存在很大

争议。这是我们要跟公众解释和说明的事情。在

利率从零继续下滑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关注金融

稳定性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当利率长期处于

低位，我们应如何在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中更多

地将金融稳定性问题纳入考虑范畴？这不是一个

简单的问题，因为如果考虑了金融稳定性，那么

偏离价格稳定这一首要目标的风险就会增大。

《金融与发展》：未来各国央行行长在沟通方

面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他们能否在推特这种简单

的交流渠道与不太直接的渠道 ( 比如演讲 ) 之间

取得平衡？

普雷特：总的来说，我不太赞成使用推特，

尤其是央行的推特。这是因为不能把事情搞得太

过简单，但也不能说一般人很难理解当下的实际

情况。我们必须努力向公众说明情况，但要当心，

不能用太过简单的术语来描述复杂的情况。

丽贝卡·克里斯蒂（REBECCA CHRISTIE）是欧

洲经济事务智库Bruegel的访问学者，曾任彭博

新闻社、道琼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由于篇幅所限且为了表达得更清晰， 本文对采

访稿进行了编辑。

要想遏止市场恐慌，需要有强
大的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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